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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宋代是我国瓷器制作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但由于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生产及技术的轻视，

使宋代制瓷技术及详细过程在正史中难觅其踪。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近年学术界对宋代制

瓷技术的研究也日渐重视。虽然宋代的瓷器制作体现出复杂系统的工作流程，但从目前的研

究成果看，学者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对某一地区或制瓷过程的某一方面（比如窑炉结构和装烧

技术）的研究，尚未见到有关宋代瓷器制造整个过程系统化、全面性的研究论述。因此本文以

考古发现的宋代瓷窑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宋代瓷窑遗迹及窑具、瓷片等出土遗物的分析，

系统探究宋代瓷器的烧造技术与装饰技法，结合考古发现的诸如宋代制瓷遗迹的平面布局关

系等，进一步探讨宋代瓷业的组织模式及经营方式，以期了解宋代瓷器生产的整个过程。

一　宋代窑炉温度的提高与控制

窑炉温度对于瓷器的烧造及成品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考古发现揭示，陶瓷器的烧成温

度在最初时是较低的，但是从无窑烧造到窑炉的出现，且由于窑炉结构的逐步改进和烧窑技术

的提高，烧成温度逐渐提高。如何控制窑炉温度并巧用火焰流向，这在制瓷技术中是最重要也

最困难的。宋代北方的馒头窑和南方的龙窑都是以还原焰烧制瓷器的半倒焰窑，与现代的窑

炉结构及烧制原理无本质区别。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宋代瓷窑遗迹的综合分析可知，宋代在瓷

器烧制的过程中，通过改变燃料和改进窑炉结构，对窑炉温度的提高及炉温的控制取得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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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经测试，宋代河北定窑酱釉瓷的烧成温度已达１３５０±２０摄氏度，磁州窑黑花瓷烧成温

度达１３１０±２０摄氏度，浙江龙泉窑青瓷的烧成温度达１２００±２０摄氏度。这个温度不仅满足

了制瓷所需要的高温，也造就了宋代制瓷业的高度发展。

（一）制瓷燃料从柴到煤的转变

考古发现显示，我国在东汉时期已开始用煤作为手工业生产的燃料了。如在郑州古荥镇

汉代冶铁遗址的烘范窑燃烧室中发现有煤块〔１〕，这是目前我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用煤的最早证

据。但是瓷器制造中煤的使用却相对较晚。从目前考古发掘的瓷窑遗迹看，一直到北宋中晚

期，我国古代瓷器烧造的燃料才开始使用煤，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明确的证据。

以河北观台磁州窑为例，考古工作者在北宋时期观台窑联窑Ｙ２进风口的底部至窑门前

的东侧发现一堆未使用的煤块，煤块堆积厚０．３２－０．３５、南北长１．３７、东西宽１．２米。煤块堆

积量大，考古发掘出土的就达数百公斤〔２〕，说明这是当时烧窑时堆放和添加煤的遗迹。Ｙ２火

膛中较完好地保存有由废匣钵、砖和窑柱垒成的炉栅，这也是观台窑用煤为燃料的直接证据。

同时，Ｙ３、Ｙ４的考古发现也都提供了用煤作燃料的确凿证据。依地层堆积和出土的铜钱，发

掘者认定该组瓷窑的使用年代为北宋徽宗时期。这组瓷窑虽是以煤为燃料的半倒焰馒头窑，

但炉栅和进风道的形态仍较原始，所以发掘者认为其属以煤为燃料较简易的制瓷窑炉，还处于

初创阶段〔３〕。从出土器物看，用柴和煤作燃料烧制瓷器形成的釉色是不同的，不同的燃料燃

烧后形成的漂浮物落在瓷器釉面上与釉发生反应而形成的落砂痕迹的颜色也是不同 的〔４〕。

以柴为燃料形成的瓷釉色泽泛青，柴灰屑落在釉面上会形成青灰色的釉斑。以煤为燃料则形

成白色或稍稍泛黄的釉色，煤灰烬落在釉面上会形成焦褐色的颗粒状火刺。有学者通过研究

定窑各期的出土器物发现，唐、五代时期曲阳定窑以柴为燃料，因柴燃烧后形成的漂浮物多、火

焰长，燃烧过程中以还原气氛为主，一氧化碳含量较高，故烧制出的白瓷釉色白中泛青。宋代

定窑改用煤为燃料，煤燃烧后形成的漂浮物少、火焰短，加之窑炉内火势燃烧人为控制力增强，

所以 燃 烧 过 程 中 窑 内 氧 化 程 度 不 一，形 成 氧 化 与 还 原 气 氛 并 存，烧 制 出 的 白 瓷 釉 色 白 中 泛

黄〔５〕。再如观台磁州窑，从出土的宋代瓷器实物看，北宋初期的器物釉色一般为白中闪青绿

和青黄，且器物上发现有黄绿色的柴灰痕迹，说明是以柴为燃料进行烧制的。到了北宋中期，

出土器物多呈直白或粉白色，且瓷器表面既有青灰色的草木灰痕迹，又有焦褐色并粘有许多颗

粒状的火刺，是柴、煤并用烧瓷的时期。至北宋晚期，仅在少量瓷器表面发现煤的焦褐色落痕，

说明煤已完全取代木柴作为燃料了。考古发现表明，北宋中晚期，煤已作为燃料参与了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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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曲阳窑瓷器的烧造。

考古发现证实以煤为燃料的宋代瓷窑址共有二十余处〔１〕，属于北宋时期的有八处。其中

除了河北磁州观台窑、定窑外，在河南鹤壁集窑遗址〔２〕、陕西铜川耀州窑以８５ＴＨＹ４为代表

的一批窑炉的火膛中〔３〕、河北井陉显圣寺Ｙ１、Ｙ３火膛内〔４〕、安徽萧县白土寨东窑〔５〕、重庆

涂山天目瓷多个窑址〔６〕，以及四川广元三号窑炉的膛底〔７〕，均发现有烧过或未烧过的煤块痕

迹。其中，发掘报告中明确指出定窑、鹤壁集窑和安徽萧县白土寨东窑等为北宋时期的遗迹，

河北磁州观台窑联窑Ｙ２－Ｙ６、四川广元瓷窑铺Ｙ３、陕西铜川耀州窑Ｙ４、河北井陉显圣寺窑

的时代均属于北宋晚期，重庆涂山天目瓷诸窑的年代为北宋末至南宋初期。考古发现还证明

宋代河北磁州窑、定窑和陕西耀州窑可能较早使用煤为燃料制瓷，之后此项技术传入四川，使

涂山诸窑在北宋时也开始用煤为燃料。金代用煤烧窑技术得以推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

山西、四川等地发现的金代窑炉几乎都是以煤为燃料。燃料的改变还促使窑内炉栅、通风设施

的采用及成熟，表明用煤烧瓷的技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得到迅速推广。

（二）窑炉结构的改进

从窑炉结构及窑床的平面形制看，我国宋代的窑炉大致可分为北方的马蹄形馒头窑和南

方隧道形的龙窑。窑炉结构及形状主要是由当时窑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窑工所掌握的技术水

平决定的。南方地区依托丘陵和缓起伏的地势，适宜于建造隧道形的龙窑；北方地区平坦的地

势则宜于修造圆形的馒头窑。窑炉结构的变化体现了燃料的改变及当时手工业者对制瓷火候

控制技术的熟练掌握程度，是古代制瓷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反映。

１．馒头窑　馒头窑平面形制以圆形为主，立体形制为半球形，自前而后由窑门、火膛、窑

室和烟囱等主体部分构成。随着制瓷燃料的改变及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宋代所建馒头窑

窑炉的各部分布局及形态不尽相同，因此形成了圆形、马蹄形等不同的平面形制。但从整体上

看，馒头窑窑炉形态的不同对制瓷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本文对宋代窑炉结构的分析主要

针对其内部结构改进的事实，并不局限于其形状的不同。

第一，联窑的构建模式。考古发现宋代以前的馒头窑都是独立存在的，其 装 烧 量 相 对 较

小。到了宋代，北方地区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窑炉———联窑。这是一种节能高效的窑炉：窑炉之

间互相连接，共用一堵或二堵护墙；如果几座窑炉同时生火，热量的互相传导可促进窑炉之间

渐次升温且互相保温；联窑模式在节省建筑材料和燃料的同时，也提高了瓷器的生产量。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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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宋代观台窑中的联窑平面图

　

适应北方地势条件的一种适合大批量生产

的新型窑 炉，与 南 方 的 龙 窑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可能是 宋 代 北 方 的 制 瓷 手 工 业 者 借 鉴

龙窑的 结 构 而 建 造 的。在 考 古 发 掘 中，宋

代这种窑型并不多见，目前仅发现两处：一

处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北宋

汝窑遗 址 发 掘 的 二 十 座 窑 炉 存 在 多 处 联

窑，但均为两窑连体〔１〕。另一处是河北观

台磁 州 窑 Ｙ２－Ｙ６四 窑 连 体 的 联 窑（图

一）〔２〕。由于 探 方 范 围 所 限，观 台 磁 州 窑

联窑的发掘工作并不完全，Ｙ６以西是否还

有相连的窑炉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应当是目前所见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联窑。

第二，燃烧室的改进。烧制瓷器所需的温度是由燃烧室提供的。窑炉自产生以来，手工业

者就不断致力于对燃烧室的改进。对于一个完整的瓷窑燃烧室来说，火膛、炉栅（条）、落灰坑、

通风道或出灰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３〕。宋代窑炉中燃烧室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火膛的深浅

和炉栅的使用以及通风设施的改进完善等几个方面。

首先，宋代瓷窑火膛的深度进一步增加。从表一可以看出，宋代瓷窑的火膛较之前普遍有

所加深，较深的火膛在提高灰烬容积的同时，也必定提高了窑炉温度，并可保证窑炉供温更稳

定持久。其次，炉栅（条）的使用日益规范化。炉栅的使用是伴随着煤作为燃料参与瓷器的烧

造而出现的，始见于北宋晚期的瓷窑遗址中。炉栅的出现及使用可使瓷窑的通风功能增强，促

使煤的燃 烧 更 充 分，这 是 宋 代 窑 炉 进 步 的 表 现。再 次，通 风 设 施 的 改 进 完 善。以 耀 州 窑

８５ＴＨＹ５为例，其燃烧室平面呈扇形，中部靠前安装有炉栅，其将燃烧室分为上下两部分，上

部为火膛，下部为落灰坑且与通风道相连，通风道呈缓坡状，进风口外两边各有一块石头，从而

使通风口形成一槽形结构，是当时安装控制进风量的闸板留下的痕迹。通风道与落灰坑相连

处被分割成四个大小相同的进风眼，它们均匀地分布在燃烧室炉栅的下面（图二）〔４〕。此一结

构比唐代火膛式的燃烧室要进步得多。

第三，窑室的改进。窑室是窑炉的主体，是瓷器烧成的场所，窑室的大小高低决定着瓷器

装烧量的多少，其中窑床的形制又决定着瓷器成品率的高低。因此，随着瓷器生产技术的发

展，宋代窑工在建造窑炉时尤为关注窑室结构的改进。

—８９４—

　 考古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１〕
〔２〕
〔３〕
〔４〕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１９页，图七，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刘凤君：《山东古代烧瓷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发展序列初探》，《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杜葆仁：《耀州窑的窑炉和烧成技术》，《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图二　宋代耀州窑８５ＴＨＹ５平面、剖视图

１．窗孔　２．烟囱　３．吸烟孔　４．窑床　５．燃烧室　６．炉栅　７．进风眼　８．通风道　９．进风口

１０．落灰坑

　

宋代窑室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窑床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完善上。在目前已发现的隋唐时期制

瓷窑炉中，如枣庄中陈郝隋代Ｙ２的窑炉结构为横焰窑，窑床长大于宽，窑体呈细长形，同时其

火膛、窑床基本同高，使燃烧室流出的火焰平流，这种窑炉形制仍处于较原始的状态〔１〕。到了

唐代，窑床逐渐开始由纵长向横宽方向转变，以陕西铜川黄堡窑为例，处于盛唐时期的三彩窑

ＩＹ１０的窑床规格尚为长大于宽，而到了晚唐时期的ＩＹ６的窑床便宽大于长了，说明窑床的这

种变化发生于盛唐到晚唐之间〔２〕。五代时期河北曲阳定窑的窑床较为特殊，其窑床虽仍长大

于宽、窑体呈细长形，但其窑床呈前高后低状，专门建成前后高差十度的坡度，燃烧室也达１．６

米之深。这种前高后低的窑床建造是一种创造性的革命，在这种窑床上烧制的瓷坯其重心会

稍向后移，靠近燃烧室的瓷坯即使受热较快发生收缩，但其重心会移回中心线，这就使靠近燃

烧室的瓷坯在烧制过 程 中 不 致 前 倾 而 倒 入 燃 烧 室 内，从 而 避 免 烧 制 过 程 被 迫 中 断 的 情 况 发

生〔３〕。北宋时期窑床前高后低的建造情况更为普遍，如观台磁州窑Ｙ２，窑床呈横长方形，长

１．７２、宽２．８６米，前高后低，高差０．３１米，显见是综合以上两种优点的窑床结构，充分体现了

观台窑窑工的高超智慧，反映了宋代瓷器制造的先进性。同类情况还有重庆锯木湾窑、涂山湖

窑、河北曲阳诸窑等。宋代的窑床形态进一步向横宽方向发展（表一）。耀州窑用柴为燃料的

窑炉还略细长，内蒙古赤峰辽代缸瓦窑窑床已接近正方形，但到北宋晚期，考古发现用煤为燃

料的窑炉的窑床都变成横宽形，如耀州窑８５ＴＨＹ５（图二）、山东宁阳西太平Ｙ３、观台磁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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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２及河南临汝严和店Ｙ３等。横宽形的窑床减小了窑床前后的温差，有利于窑床上陶坯的受

热均匀，从而提高了窑床后部瓷器的成品率，进而提高了整个窑床的实际利用率，因此横宽形

的窑床在宋代得以推广应用。宋代火膛容积的增大及横宽形窑床的出现体现了窑炉的容积与

前代相比明显增大，这种变化与燃料的改变有关。北宋以煤为燃料大大提高了制瓷窑炉的温

度，促使耐火材料在窑炉建造中的广泛应用，增强了窑室的坚固程度，进而促使窑炉向更高的

方向修建，直接提高了窑炉的容积。表一所列窑床长宽比例可直观地说明这一观点。

　　表一 馒头窑窑炉及窑床比例 长度单位：米

时代 窑炉
火膛 窑床

长＋宽－深 长＋宽
窑床长宽比例

隋代 中陈郝Ｙ２　 １．１＋２．４３－０　 ３．０８＋２．４３　 １．２７

盛唐 黄堡窑ＩＹ１０（三彩窑） １．１＋（０．８－１．４）－０．３６　 ２．０５＋（１．４－１．７） １．２

晚唐
黄堡窑ＩＹ６　 ２．１＋（１．３－２．９６）－０．４２　 ２．７８＋（３．０８－４．８） ０．５７

西关窑Ｔ１Ｙ１　 ０．４７＋１．５－０．６３　 ２．１＋（１．５－２．１） １

晚唐五代 西太平Ｙ１　 １．１４＋２．８６－１．１　 １．７＋３．８　 ０．４５

五代 曲阳涧磁村窑 ０．７５＋１．５－１．６　 ２．６＋２．１５　 １．２１

北宋初期 密县西关窑Ｔ３Ｙ２　 ２．５＋３．４　 ０．７３

北宋中后期 严和店Ｙ３　 ０．７１＋１．７１－０．５７　 ２．１４＋３　 ０．７１

北宋晚期
耀州窑８５ＴＨＹ４　 ０．６２＋１－０．２８　 ２．０６＋３．１　 ０．６６

耀州窑８５ＴＨＹ５　 １．０６＋０．３２－０．９４　 ２．４５＋２．７６　 ０．９

北宋末期

山东淄博磁村北Ｙ２　 ２．３５＋３．１５－１．４５　 ２＋（２．１５－３．１５） ０．６３

观台窑Ｙ２　 １．３５＋２．８－１．５　 １．７２＋２．８６　 ０．６３

观台窑Ｙ３　 １．９８＋３．５１－１．３８　 ２．３＋３．５４　 ０．６５

宋代

西太平Ｙ３　 ０．８＋１．６－０．９　 ２．６４＋４．０８　 ０．６５

锯木湾窑 １．５＋２．６８－（２．２－２．８） １．８４＋２．４　 ０．７７

涂山湖Ｙ１　 １．２６＋２．５２－１．３　 １．３６＋２．８　 ０．４９

涂山湖Ｙ２　 ０．８８＋２．３４－０．４６　 １．４６＋２．１６　 ０．６８

宋代北方的窑炉结构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已发展成为完善的半倒焰式馒头

窑。以观台窑 Ｙ２为例，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Ｙ２主要由窑门、燃烧室、窑室、烟囱等 部 分 组

成，窑炉后壁有上下两排排烟孔，下排者较大，共八个，孔宽０．１１－０．２２、高０．１４－０．２２米；上

排者共有五个，且较小，孔宽０．０８－０．１３、高０．０６－０．０９米。据报告称，部分排烟孔内塞有砖

或匣钵残片以便于调节排烟量及窑炉通风，窑床尾部与下层排烟孔对应处有规律地排列着七

个覆扣的盆形小匣钵，应具有为便于排烟而设的垫起器物柱的功能。半圆形的烟囱位于后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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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的两侧，排烟孔与烟囱相通〔１〕。根据复原情况可知〔２〕，Ｙ２为穹窿形顶。这种设计可使火

焰热流从火膛升起流动到窑顶后再折返至窑床，经窑床后部的排烟孔进入烟囱内再排出窑外。

从热工学上说，这种窑炉构造改变了燃烧气体在窑内的运动方向，延长了火焰在窑内的运动行

程，从而使热量充分散布于窑床上的每件器物。

２．龙窑　宋代是龙窑技术的成熟期。考古发现宋代以前的龙窑一般残长３－３０多米不

等，窑壁残高一般在２米以内；而在宋代龙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窑身的长度及窑壁的高度都

明显增加。其中北宋中期的龙泉窑最长者达到８０多米〔３〕，江西赣州七里镇周屋坞包山西部

的１４ＧＱＺＹ１，窑尾部分的残存窑壁最高处达到了３．６米〔４〕。除此之外，宋代龙窑在结构上也

有很多创新。第一，烟囱及挡火墙的设计。考古发现宋代以前的龙窑在窑尾底部筑有出烟坑，

它利用窑炉所在地势的自然坡度形成一定的抽力，从而将烟排出窑外，这样借助整个斜坡因势

而筑的 龙 窑 本 身 就 相 当 于 一 个 卧 倒 式 的 烟 囱。而 从 目 前 江 西 周 屋 坞 包 山 西 部 发 掘 的

１４ＧＱＺＹ１资料来看，这座龙窑目前只残存窑后段，其窑尾部分共保存有八个层次的窑壁和挡

火墙及烟室，并在挡火墙的墙顶发现有排烟孔〔５〕。这与之前设在墙底的排烟孔情况不同，这

种龙窑窑内气流在进入烟室后，再由窑顶的排烟孔排出，体现了一种专门化的烟囱设计思想。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唐以前的龙窑窑身基本都是直的；到了宋代，在坡度大、自然风力强

的窑址中，龙窑的窑体变得弯曲，窑室内也出现了筑造挡火墙的现象。例如浙江龙泉大窑杉树

连山Ｙ２位于一座小山南面的山脊上，旁边有溪流，自然风力大，且窑体后段的山坡较陡，所以

窑体自中段以后逐渐向北弯曲，这样就人为地降低了龙窑斜度，减弱了自然抽力。浙江泰顺玉

塔的一座宋代龙窑，也因山坡过陡而专门在窑内竖砌了多道挡火墙，将其分隔成若干个小室，

并在挡火墙的下部留有火道〔６〕，从而使各窑室之间相互连通。第二，匣钵的使用更为普及，保

证了瓷器釉面美观，并使成品率提高。第三，普遍在窑身两侧开设窑门，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

装窑，出窑的劳动强 度。第 四，龙 窑 的 长 度 增 加。如 福 建 建 窑 大 路 后 门 窑 址，Ｙ１斜 长１２３．６

米，Ｙ３斜长１３５．６米，估计Ｙ３的装烧量可高达十万件左右〔７〕。经过上述改革，宋代的龙窑

由原来的平焰窑变为分室龙窑、阶级窑、鸡笼窑等多种形式，使对窑内火焰及温度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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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

二　烧制技术与装饰技法的进步

宋代的瓷器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对瓷器的烧制方法也非常讲究，从而保证了瓷器的坚固

美观。一件瓷器成品一般都需要经过选料、配方、拉坯成型、晾干、装饰及施釉、烧制等多种工

序。本节拟从遗址中出土的多种窑具入手，对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及装饰技法进行梳理。

（一）窑具及装烧方法

考古发现宋代瓷器烧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窑具种类繁多。从基本功能看，与烧成技术有关

的宋代窑具大致可分为垫烧具、支烧具、匣具和测试具四大类〔１〕。

垫烧具和支烧具通常是配套使用的。支圈、垫圈是重要的垫烧工具，在定窑遗址中出土的

支圈的座垫大部分为中空的平截头圆锥体，部分为球面支体，便于支圈承坐处方位的调整，从

而保证支圈叠装时的平稳。另外，出土的垫圈形式多样，大小不一，有利于烧制不同规格的器

物。通过对支圈及所烧瓷器成分的化学测试可知，其垫圈的制作原料与瓷胎基本相同，这样有

利于它们在窑炉高温中收缩率一致，防止瓷器变形〔２〕。

裸烧法就是综合采用支烧和垫烧工具进行的瓷器烧制方法。在北宋中期的观台磁州窑中，

出土有两头略细的窑柱和三足形垫饼。三足形垫饼在使用时往往是以三五片叠加在窑柱上，其

上再覆扣碗、盘类器物。该遗址内发现的碗、盘底部都有三个支钉痕迹，即为裸烧的痕迹。

宋代的瓷器烧造，利用匣钵最突出的成就是定窑覆烧法的创烧成功。覆烧法是在传统的

匣钵仰置装烧法基础上创造出的“垫圈组合式”匣钵装烧方法。将器物覆扣可防止其在烧造过

程中重力全部集中于口沿部位而导致器物塌陷报废现象的出现〔３〕，从而保证了成品率；而垫

圈层数越高，装烧量也就越大，窑内的空间利用率当然就越高，这又促进了瓷器生产率的提高。

同时，用这种方法烧制的瓷器因口部无釉形成了芒口瓷，这虽是北宋中期定窑瓷器的一大特

征，但也是一大缺陷。考古发现显示，定窑瓷器的装烧方法大致经历了三岔支钉支烧法→漏斗

状匣钵正烧法→支圈仰 烧→支 圈 覆 烧 法→叠 烧 法 几 个 阶 段，其 中 覆 烧 法 大 概 出 现 于 北 宋 中

期〔４〕，其出现后就迅速被其他窑口所采用，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瓷器装烧新技术。

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窑具形制已相当规整。例如耀州窑匣钵的制作坯料较细，器形规

整，在大部分筒形匣钵壁上钻有小孔，便于烧成过程中匣钵内气体的排出；其在造型上的突出

特点是匣钵口缘向下翻转成沟槽，这种形制的匣钵既能增大装窑量，而且可以减轻重量、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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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宝丰清凉寺出土火照及插座

　

匣钵变形，是一种结构非常合理的制瓷工具。

南宋蒋祁《陶记》载：“火事将毕，器不可度，

探坯窑眼，以验生熟，则有火照。”宋代北方的馒

头窑和南方 的 龙 窑 由 于 装 烧 量 增 大、火 焰 控 制

较困难，考古 发 现 各 地 窑 址 中 普 遍 用 耐 火 泥 制

成各种形制的火照来测试窑温和坯件的瓷化程

度，并以此办法控制整个烧成过程，从而使窑工

便捷直观地了解窑炉温度及坯件在烧成过程中

的 变 化，这 是 宋 代 瓷 器 烧 造 技 术 成 熟 的 表 现。

发掘报告对 火 照 有 不 同 的 称 谓，如“试 片”、“火

标”、“火表”、“照子”、“测温锥”等。各地出土的

火照形制各异，有不规则长条形、状如小件碗杯等器皿形、环形及圆锥形等。从考古发现看，火

照最早出现在唐代中期，龙窑、馒头窑中都有发现。如江苏宜兴涧众唐代中晚期龙窑遗址发现

有弧形火照〔１〕，湖南长沙中唐时期龙窑遗址发现有用碗坯、盒坯凿圆形孔的火照〔２〕，河南禹

州神镇下白峪中唐窑址出土有在梭形平板上粘接圆拱形泥条提梁且提梁施釉的马蹄形火

照〔３〕。到了宋代，火照在南北方各地窑炉中普遍使用，但在馒头窑和龙窑中的用法不尽相同。

汝窑遗址中出土的火照较多，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火照皆用素烧器物的残片制成，多呈不规则的

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和船形，中间有孔，上部施釉后插入用耐火泥制成的插座内，便于在烧制

过程中取出以观察火候及胎釉变化等。火照插座放在窑床前部，上面的插孔一般为十至十五

个左右（图三）〔４〕。除汝窑外，在磁州窑、定窑、耀州窑等窑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火照。在江西景

德镇湖田窑址中〔５〕，发现在匣钵中插放数件试片的现象，据此可知一些龙窑中的试片可能是

先放在匣钵中，再置放于窑炉中，必要时用铁钩从火眼中钩出以观察其变化。

同时，宋代制瓷业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测温工具———测温锥，也称为拉烛，其状如圆锥，顶端

弯曲或穿孔，如在宋代重庆涂山诸窑〔６〕、巴县清溪梓桐窑〔７〕、宁夏西夏时期灵武窑〔８〕，都发

现有顶端弯曲的测温锥，河北观台磁州窑、山东中陈郝窑出土有顶端为圆环形的测温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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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窑都是半倒焰馒头窑，因为至今在龙窑中还没有发现测温锥的踪迹，因此它可能是基于宋代

北方馒头窑因用煤为燃料促使馒头窑炉结构的改进而出现的新型火照。水既生先生认为，在

测温锥出现以前，山西古代窑址使用耐火泥制成的马蹄形测温环。之所以用测温锥取代测温

环，是因为“随着窑炉向大的方向发展，馒头窑的投煤口与窑床的距离加大，从窑床挑出小环不

方便了，这时出现了另一种测温工具‘拉烛’”〔１〕。

（二）装饰技法

根据考古发现，宋代瓷器的装饰技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以莹润如玉、光

洁细腻的色釉为装饰，如定窑的白釉、钧窑的红釉及其窑变釉。二是以釉在加热后自然形成的

不规则纹理为装饰，如哥窑的开片、汝窑瓷器釉中密集的小气泡以及钧窑的蚯蚓走泥纹、建窑

的曜变等。三是采用刻、划、印、画等方法，在瓷器的坯胎或釉上对其进行装饰，如汝窑和耀州

窑的刻划花、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等装饰。

瓷器釉色的呈现依赖于釉料的配置。考古发现揭示，北宋徽宗时已开始炼制并使用釉灰

配制釉料，从而拓宽了釉料的取材范围，增加了生产的便利性，这是我国宋代瓷器制造中一项

重要的工艺新成就。文献中有关于炼灰配釉的零散记载，最早的记载见诸《陶记》：“攸山、山槎

灰之制釉者取之，而制之之法，则古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

用。”这说明釉灰的炼制及使用在南宋后期已相当普遍和成熟。１９８７年，观台磁州窑遗址中发

现一座北宋徽宗时期的釉灰窑炉Ｙ１〔２〕，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第一座古代焙烧釉灰的窑炉，说

明釉灰在北宋徽宗时期已炼制使用，比《陶记》成书的年代早约百年。由于釉灰中含有铁、锰、

钛等元素，因此可以作为呈色剂来配制黑、青、青白等彩色釉。釉灰中还含有磷酸盐，可以使釉

在二液分相作用下具有乳浊性，因此有学者就认为钧窑的乳浊釉就是由釉灰配制而成的〔３〕。

观台窑遗址中还发现有用釉灰配制成的失透白釉，证明釉灰是磁州窑生产仿定窑瓷器的重要

原料。除此之外，釉灰中还有碳酸钾、石灰和氧化镁等成分，有助溶剂的作用〔４〕，经热化学处

理后可使釉料细腻，保证瓷器成品釉质均匀美观。由此可见，釉灰的使用使得宋代在瓷器制作

中拓宽了釉料来源，使不同釉色的呈现成为现实，从而促使宋代瓷器的釉色丰富多彩。

在单以釉色闻名的宋代瓷窑中，当首推钧窑铜红釉的发现与应用。我国自汉代开始将氧

化铜作为釉的着色剂以来，一直到唐之前，瓷器釉色一直以绿色为主。到了唐代，在山西交城

窑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白釉绿斑的瓷器，同时还出土有少量的白釉红斑瓷片，说明氧化铜在一般

情况下呈绿色、在特殊情况下呈红色。到了宋代，钧窑紫红釉的烧成标志着氧化铜在适宜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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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下可以烧成紫红色〔１〕，这是我国瓷器烧造技术史上的巨大成就。除了紫红釉外，钧窑的窑

变釉也是这个时代的鲜明代表。钧瓷的基本釉色是蓝色乳光釉，通过对钧窑瓷器化学成分的

分析发现，铁、铜是其中最主要的呈色剂，因釉质的浓淡不一而导致化学成分的不同和因在窑

炉中摆放位置而导致的受热温度不一，使釉料中的铜、铁元素经烧制呈现不同的颜色〔２〕，由此

产生了千变万化的窑变釉，从而被人形容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变”。

同时，哥窑的窑工在掌握了釉面开片产生裂纹的规律后创制了金丝铁线的特色装饰，成为

哥窑的重要标志之一。钧窑器物中独特的“蚯蚓走泥纹”装饰，则是乳光釉釉层在干燥时或烧

成初期发生干裂，入窑后在高温阶段又被黏度较低部分流入空隙填补裂缝，而在烧成后形成的

不规则纹理〔３〕。在汝窑瓷器的釉面中，散布着许多微小的气泡，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装饰。南

宋人周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内有玛瑙末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４〕。通

过对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汝窑瓷片的测试分析，证实了汝窑瓷器的釉料中确实使

用了玛瑙，其釉面中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遇热分解后产生的〔５〕。建窑在烧制黑釉瓷器的过程

中，在黑釉上形成了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釉色名品，其中以天目曜变和兔毫最具代表性，

它们是铁系结晶釉熔融后又经过缓慢冷却，釉中的结晶物质处于饱和状态从而形成的各种形

态的结晶现象〔６〕。

抛开瓷釉不论，宋代瓷器的装饰技法也是丰富多彩的。首先是化妆土的普遍采用，为宋代

瓷器的美化增姿添彩。这一技法的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磁州窑系诸窑。磁州窑采用白色化

妆土、透明玻璃质釉和黑釉为基本装饰材料，利用胎色与化妆土和黑釉之间强烈的色调对比，

采用剔、刻、划、画等多种技法，将花卉、人物、鸟兽及山水等景物生动地展现在瓷器上，是我国

制瓷工艺与传统绘画艺术巧妙结合的工艺创新〔７〕。这种贴近民众生活的装饰风格生动活泼，

极具民间生活气息，是磁州窑民窑特色的生动体现，其中白地绘黑花、白地剔刻黑花、珍珠地划

花等装饰内容最具典型性，使磁州窑的产品在我国古代的瓷器制作中大放异彩。

其次是印花。印花是古代瓷器装饰的主要技法之一。与刻、划、剔等装饰技法相比，印花

具有制作简单、生产效率高的优点。发展到宋代，随着广大民众对瓷器需求的增加，这一装饰

技法在普遍应用的基础上又有了极大的改进。在很多宋代瓷器内壁发现印有完整的图案，其

中以定窑、耀州窑最具代表性。在定窑瓷器的传世品中，在器物内壁饰以孔雀牡丹、鲫鱼莲池

及花卉等纹饰，整个图案布局密而不乱，线条纤细工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河北曲阳

—５０５—

陈朝云：宋代瓷器制造技术的考古学观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罗永明、潘伟、李淑琴、赵海雷、王俭：《钧釉呈色机理及烧制工艺的研究》，《陶瓷》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苗锦锦、苗长强：《中国钧窑考》，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南宋）周：《清波杂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陈锦：《中国陶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凌志达：《我国古代黑釉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定窑遗址中出土有四件印花模子，分别为夔龙纹盘模、四季花卉纹碗模、菊花碗模和鸳鸯、游鹅

嬉水纹碗模〔１〕，均为土黄色陶胎，平唇，弧壁，平底，为我们研究宋代制瓷印花技术提供了实物

资料。耀州窑青瓷印花装饰题材也极为丰富，其中的缠枝花卉及婴戏生动而富有情趣。

此外还有剔、刻、划花工艺。剔、刻、划花的瓷器装饰是用不同的尖锐工具在尚未干透的瓷

坯上剔刻出花纹或线条图案，其中剔花装饰技法是宋代磁州窑的一大创举。磁州窑的剔花器

与白地绘黑花器同属宋代磁州窑系两个重要的瓷器品种。陕西耀州窑的刻花，刀锋犀利，线条

流畅，是宋代刻花工艺的佼佼者。在磁州窑系的河南登封窑、当阳峪古窑址中采集的宋代剔刻

划花工具，为我们探究宋代剔刻划花技法提供了实物资料〔２〕。这几件工具均为骨质，材质细

腻、坚硬，呈乳白色、乳黄色或牙白色。其中剔花工具呈扁平状，一端饰以雕花，另一端磨损严

重，其中一件断面呈三角形；划花工具呈锥形，一端方形平顶，另一端尖锐锋利；采集的骨梳均

为篦划工具〔３〕。长期从事耀州窑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禚振西、杜文先生对耀州窑瓷器的剔花装

饰技法进行了科学总结：先用直刀深刻，在坯胎上勾刻出纹样的大致轮廓，再于深刻后的花纹

轮廓外用斜刀剔去纹样外的部分背衬，使刻出的花纹清晰地凸显于坯胎之上，给人强烈的立体

浮雕感〔４〕。而在刻花卉图案时，则以篦状工具精心刻划出组状密排的细线作为花蕊和花瓣的

纹理。

此外还有贴花工艺。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相近，宋代吉州窑的窑工将剪纸与制瓷工

艺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有的剪纸贴花装饰。除剪纸外，吉州窑的窑工还匠心独运地将经

过浸泡发酵的天然树叶贴于施过深色底釉的坯胎上，入窑烧制后形成的木叶贴花装饰甚至连

叶子的脉络都清晰可见，形态相当逼真〔５〕。

三　瓷器制作流程的系统化

前已述及，一件瓷器成品的制成一般需要经过选料、配方、拉坯成型、晾干、装饰及施釉、烧

制等多道工序。而对整个瓷器产业来说，其中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是整个制瓷流程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宋代瓷器制造技术高超，其生产流程更加系统化。据《陶记》载：“陶工、匣工、土

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这条

史料描述了宋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过程中各工序的具体分工。从中可以看出，有专门制瓷的，

有专门制作匣钵的，还有专门供应胎料的；在作坊内，制瓷坯的过程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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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装饰坯体的窑工各司其职；从事刻印装饰者各以技分立，互不干扰，秩序井然，反映出分

工明确、持续高效的瓷业生产流程。本文以考古发现中遗迹保存最好、发掘资料最完备的磁州

窑遗迹为基础，通过对各种遗迹生产功能及其空间布局关系的分析，揭示宋代瓷业系统化的生

产流程。

一般而言，按照就近原则，中国古代瓷器制造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性质，原料产地往往

决定着瓷器的相应产地。考古发现揭示，宋代观台磁州窑有两个生产中心，一个在今河北漳河

流域，以观台镇为中心；另一个在今釜河流域，以彭城镇为中心〔１〕。二者均位于河流两岸，水

源丰沛，既便于制瓷，又便于水上运输。从地理位置及考古发现看，古磁州地处太行山隆起东

翼与华北拗陷交界处，古磁州窑的中心窑场集中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峰峰矿区和磁县

西部，这一带在地质构造上处于石炭、二叠纪含煤盆地边缘，有着蕴量丰富、便于开采的瓷土原

料〔２〕、釉料及煤炭燃料。观台窑遗址坐落于漳河岸边的一个舌形台地上，漳河从遗址西、北两

面流过，而窑炉集中于遗址的中部偏东处，台地地势较高易于排水、晾坯，窑场的选址充分注意

到各种原料的采取、加工和运输便利。

从遗址的布局及其反映的生产流程看，磁州窑场根据生产功能的不同，主要分为 泥 料 制

备、坯品制作、窑炉烧造三部分〔３〕。泥料制备场地主要由原料储存场（即料场）、耙池、晒泥池、

碾槽等遗迹组成。料场一般位于窑场的角落，用于堆放瓷胎原料“大青土”，待其自然分化呈块

状后以便加工。耙池用于加工、细化坯体原料———块状“大青土”，经过耙池加工的块状“大青

土”在晒泥池内沉淀、陈腐、风吹日晒后成细泥块，由工匠送往窑洞内加工成制胎泥团，以供匠

人拉坯使用。１９８７年，磁州窑遗址清理出一大型石碾，其直径达８．７５、槽宽１．１５－１．２１米，槽

底中部被明显磨下深０．７－０．８米的沟槽，磨痕十分光滑。该碾槽使用时间很长，大约从北宋

前期一直沿用到金代后期。在碾槽遗迹的内侧和外部铺满细碎的铝矾土颗粒，在碾槽的西南

部还发现有水槽遗存，说明该碾为一水碾。铝矾土在陶瓷生产中是制作化妆土的原料，因其质

地较硬，需要碾压成粉再经浸泡、澄滤为粉白色的泥浆才能使用〔４〕，从碾槽内外堆积的铝矾土

可知，这座石碾是专门用于加工化妆土的。如此巨大的石碾长期连续使用，其产量是相当可观

的；而瓷器制作中化妆土的使用是有限的，由此可推测此产量巨大的碾业主生产的化妆土不会

仅供给少量窑户使用，应该是供给整个窑场诸窑户使用的〔５〕。

考古发掘显示，观台磁州窑制瓷时胎料的揉制、成坯等操作工序是在作坊内完成的。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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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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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磁州窑的生产方式初探———考古发现的窑业遗迹所体现的生产模式》，《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六辑，紫禁城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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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宋代观台窑作坊遗迹平面图

　

台窑遗址中现已发现作坊遗迹七

座（图四）〔１〕，均由废弃的窑炉改

造而成，其 中Ｆ１－Ｆ６属 于 宋 代，

Ｆ７属 于 金 元 时 期。从 对 作 坊 遗

迹的 清 理 情 况 看，在 距 Ｆ４西 墙

０．６５米处一表面平整的大青石上

发现有 一 堆 青 灰 色 的 胎 料，据 此

推断Ｆ４应 当 是 一 处 专 门 制 坯 的

作坊。Ｆ２与Ｆ４并列且共用一堵

墙，在Ｆ２中发现有耐火砖及一表

面平整 光 滑、有 明 显 使 用 痕 迹 的

方形青石，在但其中未发现灶，据

此也 可 推 测Ｆ２也 应 为 一 加 工 瓷

坯的作坊。Ｆ３是 由 废 弃 后 的 Ｙ３

改建而成的，经平整窑床、火膛形成的平坦工作面上，在近窑门处发现有细腻粉末状的红褐色

彩料堆，经烧制证明是黑彩颜料，因此可推测Ｆ３应为一堆放彩料的作坊。Ｆ５是由 废 弃 后 的

Ｙ４改造而成的，并利用原火膛的低凹处放置一口大缸、一个大瓷盆和一个放置浆料的陶盆，因

此推测Ｆ５应当是一处专门施釉的作坊。由此可见，在坯品的制作过程中，在不同的作坊内存

在着明确的分工。晾坯场位于窑炉前方，匠人在此进行坯体晾晒干燥工作，并就近入窑烧造。

最后一道工序即入窑烧造。据《观台磁州窑址》报告，在发现的几座宋代窑炉中，Ｙ１是专

门用于釉灰烧制的窑炉。Ｙ４的窑室规模较小、炉栅低矮，后壁仅有一排烟火孔，窑壁的烧结程

度也不高，再加上在Ｙ４火膛的原始堆积中出土了较多的黄绿釉器物残件，因此推测Ｙ４是一

座烧制低温釉陶器的窑炉。Ｙ２、Ｙ３、Ｙ５、Ｙ６、Ｙ８诸窑都是宋代烧制瓷器的窑炉，窑床上均发现

有窑柱、匣钵、白釉及白釉黑花瓷片等。由此推断，在这个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窑场内，瓷器在

烧制上也存在明显的分工现象。

由于遗迹保存不好，考古发掘未能提供更详尽的宋代瓷器生产系统的材料，但文献记载可

为补充。据《陶记》载：“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即为“一个窑

户有几个坯户来搭烧，他们一伙宾主就谓之”。秦大树认为当时瓷业的制坯者大多是独立的

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与窑主平等相处，因租用窑主窑炉烧制瓷器而给付赁钱。“窑”应为拥有一

组窑炉和一群工匠的窑家及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坯户所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集体，一个

窑场就是由若干个窑家和众多坯户组成的。他还以现存的明代窑神碑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

—８０５—

　 考古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１〕 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瓷窑遗址》，４０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前河北彭城的制瓷生产状况作为佐证〔１〕。

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在关于商周青铜器生产组织的探讨中，提出了“全面式”和“规划式”两

种类型的生产组织模式。其中“全面式”是指连续、直线式的生产模式，对于一件产品来说，生

产者需要完成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生产步骤；“规划式”则是指某一项生产活动被分为预先设定

的几个技术步骤，或生产者被划分为不同的群组并承担不同的生产任务，生产活动由每个生产

单位内掌握（或擅长）某种技术的个人或群体担任。在“规划式”的生产模式中，单位生产者并

不需要掌握生产某类产品的所有技术，他们只需要专注某个或某几个生产步骤〔２〕。在磁州窑

生产组织模式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其生产组织模式与富兰克林提到的“规划式”相吻合，瓷器生

产过程被划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每个工作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承担着不同的工作任务，各

司其职又互相联系，是适应规模化瓷器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

四　宋代瓷业经营模式的探讨

考古发现揭示宋代磁州窑的瓷器生产从原料供应到瓷器烧成，整个过程都存在着明确的

分工协作，各生产部门共同组成了系统化的生产过程。由于瓷器制作仅需少量的釉料和化妆

土原料，而磁州窑遗址中专门炼制釉灰的窑炉和生产化妆土的大型碾槽的连续生产，其釉灰、

化妆土产量是相当大的，可见磁州窑窑场生产规模巨大。

对于这样一个窑炉数量多、占地面积大的规模化瓷窑业生产来说，单靠从业者家庭成员来

完成商品生产任务是难以想象的，而可能需要招募数量可观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在宋代的瓷

业生产中，应该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观台窑址边缘地带发现的一处宋代漏泽园墓地似乎说

明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漏泽园是北宋时官府设置的丛葬墓地，凡无主尸骨及家贫无葬地者

均可依序集中埋葬于此，并以刻有编号、籍贯、性别、身份、死因、收葬时间等信息的铭文砖为

记，所葬者都是宋代社会最下层的民众，如贫民、道旅亡人、士兵等。从地理位置看，考古发现

的漏泽园大多分布于宋代的城镇附近，如北宋陕州漏泽园〔３〕、洛阳金代砖室墓中的大量宋漏

泽园墓砖等〔４〕。该漏泽园位于观台窑址的边缘地带，很可能与磁州窑的制瓷业关系密切。再

从该漏泽园的墓葬规格及随葬品看，它与其他地区的漏泽园墓葬也有不同，如墓葬中发现有

棺，有刻字填朱的墓志，有些墓葬中还随葬有磁州窑的瓷器，表明墓主人很可能与磁州窑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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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瓷器制造业有关〔１〕。另外，在墓志中有“本镇寄住阿李为母乞葬”、“东京百姓李彦

为岳母乞葬”等内容，说明该墓地的部分墓主的确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结合北宋社会现实可

以推测，在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保障下，这些外来移民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可能被迫受雇在磁州

窑场内进行劳动，与窑主形成雇佣关系，这就赋予了磁州窑瓷业生产的商品性质。

宋代的磁州窑是我国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民窑窑场，其生产不受官府的束缚，生产的瓷器

从造型到装饰都极具民间生活气息，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通过对宋代磁州窑遗址出土瓷器

产品的研究，发现磁州窑的产品质量从普通的白瓷碗盘器皿到白底黑花的梅瓶瓷枕等高档瓷，

可谓应有尽有，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体现了商品化的生产经营特征。然而作为一

个新兴的民窑窑场，其主体产品是素面白瓷碗、盘类器物，带装饰的器物只占少数，而深受历代

收藏家喜爱的梅瓶在磁州窑产品中更是凤毛麟角〔２〕。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典型的、规模较大

的民窑窑场，产品的单一及数量的巨大可证明宋代的磁州窑采用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经

营模式。除磁州窑外，南宋时期重庆锯木湾窑烧制的瓷器种类主要有茶盏、杯、灯盏、罐、斜直

腹碗、双系瓶和曲把长流壶等，且以茶盏为主，反映出锯木湾窑生产的专门化，也体现出明确的

商品化生产气息。定窑、耀州窑的瓷器产品也符合商品生产的特征。

在目前发现的磁州 窑 产 品 中，瓷 枕 也 占 一 定 的 比 重。在 瓷 枕 上 常 见 有“张 家 造”、“张 家

枕”、“王家造”、“李家枕”、“刘家造”等不同的款识标记，而同一家瓷枕的标记内容和样式也存

在着差别。如目前发现最多的“张家”瓷枕，从出土地看，有东艾口村窑址标记“张家造”字样的

瓷枕，也有冶子村窑址标记“张家枕”字样的瓷枕。从标记样式看，同样内容的标记在具体样式

上也存在差别，如观台镇出土的“古相张家造”瓷枕，“张家造”的书体和装饰并不相同，既有阳

文、阴文之分，又有直写、横写之别；既有带边框和不带边框的，还有上覆一荷叶、下托一荷花

的，其中的荷花和 荷 叶 也 不 尽 相 同。再 如“王 家”瓷 枕 中 还 有“王 氏 天 明”、“王 氏 寿 明”的 不

同〔３〕。诸多款识标记方法一方面说明宋代磁州窑场有数家窑主同时烧造瓷枕的事实，同时也

说明这种明确细化的标记可能是由于相邻窑户的瓷器产品相近，为抢占市场，各窑口的主人逐

渐形成了“专利”意识，于是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做出标记，以增强瓷器商品的市场辨识度

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除磁州窑外，在其他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上也发现有镌刻工匠姓名、年

月及各种符号的现象，这种标记手段与如今的注册商标有相同的功效，可见宋代制瓷手工业者

高超的生产智慧和先进的瓷业经营理念。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瓷器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营利。宋人耐得翁著、成书于南宋

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的《都城纪胜》“铺席”条记载了南宋都城临安市场的情况：“都城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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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如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温州漆器铺、青白碗器铺之类。”该文描

绘了瓷器在宋代商品销售中受欢迎的程度。在河南新乡延津宋代沙门城址中出土了数量巨

大、品种繁多的瓷片，这些瓷片反映出当时该地的瓷器主要来源于鹤壁集、当阳峪等中原地区

的窑口，品种以百姓日常生活器皿为主，这一发现在我国目前发现的宋代城址中实属罕见〔１〕。

宋金时的延津隶属于东京开封府，北宋、金、元时期是黄河沿岸一重要渡口。该城址中出土了

大量的瓷器说明其不仅具有渡口城市的性质，而且是一处重要的瓷器贸易集散地，这又进一步

展现了宋代瓷业贸易的繁盛景象。此外，宋代的瓷器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外，还广销

海外，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得到了宋政府的支持。东南沿海地区海运便利，窑场林立，当时对

外贸易的港口主要分布在这里，如宋初就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地先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对

外贸易的机构———市舶 司。瓷 器 作 为 中 国 独 有 的 商 品，在 宋 代 对 外 贸 易 中 占 有 相 当 大 的 比

重〔２〕，如在浙江东门口码头遗址宋元堆积层中出土大量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黑瓷、黑

绘瓷碎片等〔３〕，即是很好的证明。

五　各窑系之间的技术交流

宋代制瓷业已出现商品化生产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促进了各窑口瓷器的制造注重迎合

市场及广大民众的需求，积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着各窑口积极提

高制瓷技术，并注重加强与其他窑口尤其是先进窑口的技术交流来抢占瓷器市场。在宋代瓷

窑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壮大的河北观台磁州窑就是其中的典型。因地域的关系，早期观台

磁州窑瓷器生产受定窑的影响较大，在其初创期即北宋早期，观台窑从装烧的窑具到生产的产

品都带有明显的定窑特点。考古发现的观台窑早期器物，如花式口碗、注壶、胆式瓶、元宝形瓷

枕等，都可以从定窑的同期器物中找到相似的器形，观台窑早期流行的半圆形团花纹、蕉叶纹

和菊瓣纹等纹饰，也都是定窑流行的主体纹饰〔４〕。随着化妆土的广泛使用，观台窑在北宋后

期已形成以白釉剔花、白地画黑花等装饰技法为主的独特风格，生产的产品以瓷枕、瓶、碗、盘、

罐类器物为大宗。尽管如此，观台窑仍继续学习定窑的装烧工艺，明显的表现就是覆烧法在磁

州窑生产中的迅速采用和仿定器的出现，如在观台窑遗址中出土有覆烧所需的各种窑具和不

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随着观台窑制瓷业的繁盛，它在主动学习的同时也对其他窑口的瓷器

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以碗、盘、壶、盏、罐、瓷枕等生活实用器为主，以白地黑花、白

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等装饰技法为特色的磁州窑系。该窑系的窑口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

西，而在山东的宋代城址、墓葬中也出土有大量观台窑、鹤壁集窑、当阳峪窑及登封窑等磁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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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产品，在山东本地的瓷窑遗址中仍发现有仿磁州窑的产品〔１〕，由此可见磁州窑系产品受欢

迎的程度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宋代耀州窑、汝窑瓷器的印花装饰技法及内容也明显受

到了定窑的影响。

宋代不同地区的窑口之所以能生产出如此相近的产品，主要是窑业技术交流的结果。熊

海堂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窑业技术交流存在三个层次。第一是对器形、纹饰、釉色等的模仿。第

二是釉料配方和装烧技术等的学习。第三是窑炉技术的传播，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交流，这种交

流往往需要靠制瓷工人的流动才能实现〔２〕。宋代各窑口间的交流及技术传授，除金人攻宋造

成北方大批窑工向南方流动带去北方先进的制瓷技术外，考古发现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我国自古以来的神庙崇拜都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窑神崇拜也不例外。窑神可以崇拜，与我

国古代其他行业的神崇拜一样，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民间信仰〔３〕。窑神庙多修建于窑口林立

的地方。有学者 曾 指 出，窑 神 庙 作 为 窑 工、窑 主 们 聚 会 的 场 所，具 有 现 在“行 业 会 馆”的 性

质〔４〕。陕西耀县陈炉镇发现的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重修窑神庙碑记》中就道出了窑神

庙建立的目的：“立庙有善道三，一曰济风气，二曰联族党，三曰作敬畏。”〔５〕其中的“联族党”即

说明窑神祭祀活动已成为窑业同行间互相联络的契机，同时也为各窑口窑主、窑工切磋技艺提

供了互相交流的机会。

窑神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传授制瓷技艺的祖师神。如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宋神宗元丰七

年《德应侯碑》载：“奏土山神封德应侯，……殿之梁间板记且古，载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

名标，而其字不传也。游览于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士得法

愈精于前矣。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候之庙中，永报庥功，不亦宜乎！”〔６〕其中的德应侯“柏翁”

为陕西铜川耀州窑传授制瓷技艺的祖师，也被称作柏林、百灵、伯灵，当地的窑工为他建庙祭祀

是对他传授技艺感恩戴德的表现，反映出他们与“柏翁”之间存在着师承关系，说明宋代制瓷技

艺是靠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向他人传授的。

现已发现的宋代另一通窑神碑是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宋徽宗崇宁四年的《怀州修武县当阳

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碑铭载：“百灵之智也，造范砦器乃其始，耀郡立祠则其先也。……遂

蠲器发徒，远迈耀地，观其貌，绘其神仪，而立庙像于兹焉。”〔７〕其中的“百灵”与耀州 窑 的“柏

翁”指的是同一祖师。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耀州志》卷二地理条载：（耀地）“（黄堡）镇故

有窑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阎作奏以镇土山神，封德应侯，以陶冶著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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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祀以晋人柏林配享，林盖传居人陶术者。今其地不陶，……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

云。”〔１〕可以推断碑铭中的“黄堡镇”指的就是宋代的耀州窑，宋代修武当阳峪窑曾专门派人到

耀州窑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后才建立起当地的窑神庙，他们供奉的是同一位传艺祖师，其间存在

师承关系。考古发现，宋代耀州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刻花工艺精湛，在宋代居于领先地位；当阳

峪窑则属于磁州窑系，产品以白地釉下彩绘和剔花装饰为主，但也不乏刻花工艺精品，刻花主

题图案与耀州窑一样也以缠枝牡丹和菊花为主，同时在当阳峪窑址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剔刻

花工具〔２〕，足见当阳峪窑刻花技艺应用之广泛。据此可推测这两个窑口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技

术交流，当阳峪窑的刻花工艺很可能就是向耀州窑学习的。

六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宋代窑址的考古学观察，分析了宋代制瓷工艺水平及瓷业生产经营模式。宋

代北方半倒焰式馒头窑和南方龙窑窑炉结构的改变可以有效地提高并控制窑炉温度，从而提

高瓷器的成品率。煤作为燃料及窑床的缩短向横宽方向的发展，反映了烧制技术的提高。北

方馒头窑联窑的出现、燃烧室面积的扩大及火膛深度的增加反映了宋代制瓷窑炉结构的革新。

龙窑窑体长度的增加、烟囱及挡火墙的设计、窑身两侧窑门的开设反映了南方制瓷水平的提

高。

窑具的组合反映了宋代制瓷技术的提高，垫烧具、匣具的广泛使用在保证瓷器成品率的同

时，也避免了瓷器釉面的烟熏污染。覆烧法的出现直接提高了装烧量。火照的普遍使用，尤其

是测温锥的出现，更便于对以煤为燃料的烧瓷过程中温度的了解与掌控。釉灰的炼制及刻、

划、印、绘等装饰技法的普遍使用，造就了宋代瓷器的多姿多彩及窑系的形成。

宋代的瓷器生产不仅存在着明确的分工，而且生产过程还存在着系统性。在较大规模的

窑场中，有专门从事辅助性行业的手工业者，如炼制并提供釉灰者。宋代的窑户应与若干个坯

户组成较固定的、互相配合的生产团体，各生产专业户之间平等相处，体现了商品买卖的形式。

窑场遗址中诸遗迹的有序布局构成了系统化的窑业生产流程。河北观台窑址边缘地带的漏泽

园遗迹说明在宋代的瓷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窑系的存在说明当时存在窑工的流动。

宋代制瓷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分工促进了窑主和窑工之间商品雇佣关系的长期共存，作为民窑

代表的磁州窑采用的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经营模式，并在经营过程中萌生了商标“专

利”意识。宋代人们对瓷器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瓷业生产的系统化、专业化，大规模的瓷器制造

业的商业运营也促进了各窑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进装饰技法，以追求最大限度地占领市

场，从而形成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业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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